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实

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

合 研 究 ”、“ 考 古 中 国 ”等 重 大 项

目。2020 年“考古中国”连续发布

了四期共 16 项重要考古发现，加

上 2018 年和 2019 年的重要项目，

共有 31 项，内容非常丰富，新发现

新突破很多，令人振奋。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有哪些

特点？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将

有哪些新的举措？本报记者采访

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

记者：“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近

几年进展很大，重要发现很多，大

家都很关注它的相关情况。

宋新潮：“考 古 中 国 ”重 大 项

目在《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中首次提出，主要以考古和

多学科、跨学科合作研究为主要手

段，重点组织实施中国境内人类起

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

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

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关

键领域考古项目，全面、科学地揭

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和核心

特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促

进文明比较研究，以考古学实证中

华文明发展历程，凝聚民族共识，

坚定文化自信。

项目立足考古研究。以考古

学理论、方法构建中国境内人类演

化、社会发展、国家形成的百万年

漫长历史，依托田野考古实践和考

古出土各类实物资料讲述何以中

国、何为中国，为更好认识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提供科学

的学术支撑。

聚焦重大问题。这些重大项

目紧扣考古事业发展和考古学科

建设的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多角

度探索古代政治、经济、科技、环

境、地理、精神与宗教，深入挖掘考

古遗址和文物遗存背后蕴含的中

国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

道德规范等，从历史的长镜头探寻

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壮大的客观

规律和内生动力。

通过这些项目，促进考古学与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

发展古 DNA 研究、测年技术、动物

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交叉

学科、新兴学科，提高考古学的发

现、分析和解读能力，加强考古能

力建设和学科建设。

记者：从 2018 年开始，国家文

物局加大了对“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的指导、协调和发布，这些项目

给考古研究带来了哪些变化？

宋新潮：“考古中国”在“十三

五”期间协调国内考古机构、科研

院所和高校组织主要开展了“夏文

化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

究”“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

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

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 10
项重大项目。

过去我们对于距今八九千年

的文明发展程度了解不多，甚至存

在一定程度的低估。河北康保兴

隆遗址，是考古发现的距今 8000
多年我国北方地区较早的定居性

聚落，距今 7700 年左右的炭化黍

的发现，为中国北方地区粟黍驯化

和 旱 作 农 业 起 源 提 供 了 重 要 证

据。近年来发掘的距今 9000 年的

浙 江 义 乌 桥 头 遗 址 以 及 距 今

8300—7800 年的浙江余姚井头山

遗址，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长江

下游地区稻作文明的认识。井头

山遗址更是中国近海地区迄今发

现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为我

们研究中国古代开发海洋资源、适

应滨海生活提供了新资料。

夏时期的考古过去局限于豫

西、晋南等地区，通过“考古中国”，

现在已经扩展到山东、安徽、陕西

乃至江汉平原。比如在长江中游

地区，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

初步勾勒出距今 5900—3800 年间

石家河遗址群聚落格局及其演变

过程，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

时代晚期、特别是进入夏时期的肖

家屋脊文化的面貌。湖南澧县孙

家岗遗址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末

期至夏代早期的遗址，总面积超过

22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丰富，为认

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阶段中

原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的交流提

供了重要线索。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还开展

了丝绸之路考古、边疆考古。有趣

的是，2019 年的甘肃天祝祁连镇

岔山村唐墓和 2020 年青海都兰热

水血渭一号墓，出土了丰富的历史

文物。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墓发掘

出土的印章，属于吐蕃文字，释读

为“ 外 甥 阿 柴 王 之 印 ”。“ 阿 柴

（A—Za）”是吐蕃人对吐谷浑的称

呼。吐蕃为了对吐谷浑进行控制，

长期保持王室的联姻，从而形成了

特殊的“甥舅关系”。这枚印章不

仅印证了其它出土文献的记载，而

且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与族属。

从天祝唐墓出土墓志，可以肯定墓

主人是武周时期吐谷浑王族成员

喜王慕容智。慕容智是归附唐王

朝的吐谷浑王族，其墓志用汉字书

写，但发掘者在其志石一侧发现两

行未识的文字，很可能是利用汉字

创造的民族文字。

记者：2021 年 是“ 十 四 五 ”的

开局之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会有哪些新的布局？

宋新潮：2021 年 我 们 想 着 力

做好以下工作：第一，以旧石器时

代考古、巴蜀文化研究、南岛语族

考古、夏商考古、石窟寺考古等为

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一些重大问

题。第二，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增

强科技考古力量。国家文物局新

成立的考古研究中心将创新体制

机制，增强考古工作的科技含量。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在国际合作

交流中增强中国考古的话语权和

影响力。第四，关注遗址保护。我

们将同地方政府合作，及时把新发

现的重要遗址公布为相应级别的

文物保护单位，加大保护力度。

上图为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

出土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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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1 年河南仰韶村的考古算起，中国考古已经走过

百年。这百年间考古学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严文明

先生从书房摆满考古报告的书架上取出新版的《中华远古之

文化》给我们看，“1923 年安特生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这

是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仰韶的考古报告，它就是对中华早期

文明的探索，就探讨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把中国

考古放到了世界文明的背景上去考虑，起点相当高。”

正是在这样的高起点上，我们有了夏县西阴村的考古，

有了殷墟的考古，有了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黑陶的发现。“梁

思永先生在安阳的后岗发现了著名的三叠层，最底下是仰韶

的红陶彩陶，中间是龙山的黑陶，最上面是晚商殷墟的灰陶，

清晰的层位基本讲清楚了几个文化的先后关系，也打破了

中国文化西来说。”

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主要还是在 1950 年

以后展开的。1958 年严文明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

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的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

1960 年，第一次带领学生去洛阳王湾考古实习，严

文明就指导学生以地层清楚、分期细致的王湾遗

址作为标尺，来衡量附近的仰韶遗址的分期。

1964 年《中国新石器时代》出了一个红皮铅印

本，严文明将它送给北京大学当时的历史系主

任翦伯赞，“翦伯赞先生说，我们从事历史研

究的就希望看到这样的书，把考古报告的内容系统化了，他

还建议我好好研究一下讨论热烈的仰韶文化。”

“那时已经有了半坡和庙底沟的重要发现，但相关基础

性研究不够，比如当时关于仰韶文化的争论很多，仰韶文化

有哪些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哪个早哪个

晚，还是基本同时？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

都促使我开始研究仰韶文化。”

严文明重新梳理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半坡、三里

桥等仰韶文化遗址的材料。首先分析典型遗址的地层关系

和分期，进而研究各个地区的分期，最后将各地相应的文化

分期进行对比和概括，通过类型学和地层学，将仰韶文化的

发展整体划分为四期两大阶段，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

础。苏秉琦先生读了《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这

篇文章，认为严文明“找到了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把钥

匙”。1989 年严文明积 30 年之功著成的《仰韶文化研究》出

版，其学术意义不限于仰韶文化本身，对整个中国考古学研

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严文明在分析研究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将中国新石

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谱系归纳为早期、中期、晚期和“铜石并用

时代”四个发展阶段，上溯旧石器时代传统、下承夏商周三代

青铜文明，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格局相融，对奠定中国新

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体系做出了贡献，影响至今。

中国考古从一开始就在探索中华早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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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纵观历史，中华文

明具有独特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植

根于中华大地，同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

与时代共进步，有着旺盛生命力。总书记

指出：“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

展的历史脉络”，“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

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

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

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

基因。”本报记者为此专访考古学家严文

明，讲述从考古中发现的中国史前文明的

结构美。

——编 者

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的公元前 6500 年的含炭化稻谷的

陶片，湖北红花套出土的公元前 4200 年的石斧，河南洛阳王

湾出土的约公元前 2200 年的镂空陶器座……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基本陈列展《古代中国》第一单元“远古中国”中徜徉，我

们即使对考古知之甚少，也可以感受到中国考古人近百年来

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所做的努力。这三个遗址都是考古学

家严文明先生当年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实习考古的

地方。

严文明先生从一个考古学家的立场出发，用哲学家的思

辨和诗人的眼光洞悉了中国史前文明的结构美，提出了“重

瓣花朵”的论断，说出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密码。

北京海淀蓝旗营一间普通的住宅，不大的书房，88 岁的

严文明先生从他用力最深的仰韶文化开始，讲述自己的考古

故事。

李伯谦和陈星灿主编了一本《中

国考古学经典精读》，除了李济、梁思永、

夏鼐、苏秉琦、邹衡、张光直等考古学大

家的文章，严文明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

一性与多样性》也列在其中。

这是严文明于 1986 年 6 月为“中国古代

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提交的

论文。“从想到这个结构到最后宣讲出来，不出

一个月。”在这篇论文中，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

化被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

花心，其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

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

瓣。中原文化区处于花心，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

也向周边文化区进行文化辐射，而外围的文化区则保持着自

己的活力……

在严文明看来，中国北方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作

农业体系和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两大农业体系的形

成，使中国文明拥有了一个宽广的基础，两大体系互为补充，

使文明延续不断。

这个“重瓣花朵”理论既有学术质地，又充满了诗意。那

次国际会议，大家都很佩服，中国的学者用一朵花的结构来

解释中华文明的超稳定结构。

1987 年 3 月这篇文章被《文物》杂志重磅推出。严文明

的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重瓣花朵”的结构很美

在众多的学生眼中，严文明先生是非常会当老师的考古

学家。他先后主持了 20 余次重要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项

目，足迹走遍大江南北，正是立足田野的厚积薄发使他具有

了学术上的前瞻性。

“当老师的好处，是它逼着你不能只研究一个地方，要懂

全国的，甚至还要懂一点世界的，要懂考古学的方法理论，还

要能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考古，要告诉学生怎么学习和怎么研

究。教学相长，我是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你最正确地寻找和发掘实物，就是

好的方法。什么样的理论能够使这些资料很好解释人类的

历史，就是好的理论。”严文明经常这样对学生讲。

“考古是科学，科学意味着是你的观点必须是可以实证

的。严先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很多遗址是在他的科学推

断下一步步推进的。”中国人民大学考古系的韩建业教授

说。比如良渚，1986 年发现了反山、瑶山等高等级的墓葬，

严先生推断墓葬的主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第 12 号大墓出

土 600 多件玉器，也许是良渚王，那肯定得有一个像样的居

住区，肯定有宫殿等高等级的建筑存在，或者还有宫城。

“后来又发现了大型的水利建筑遗迹。我特别去看了，

像个大堤，南方经常修堤，一担土一担土地挑，很辛苦。大坝

的剖面清清楚楚，里面就有陶片，显然是良渚时期的。这工

程太大了，得有上万的人同时工作，谁能把这么多的人调过

来？他们还要吃住，得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吧？而且得有科学

的设计者。只有强大的政权才有这样的组织能力，推断有一

个良渚国并不过分吧？就这样一步步科学发掘，良渚考古发

现的遗址越来越多，我们对它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这样的

考古遗址成为世界遗产是肯定的。”

严文明先生讲起良渚特别有感情，他写的《良渚颂》在考

古人中广为传播。

考古当然有自己的局限性，文明并不都能以实物形式表

现出来，能以实物表现出来的也不是都能留存下来，即使留

下来，也不一定能够发现，即使科学发掘出来，能够认识解释

清楚的又是少数。“但中国各种各样的遗址这么多，各种考古

学理论、技术和方法都可以使用。中国考古的土壤如此丰

富，对比世界各个国家，没有第二个，考古学当然能够获得极

大的发展，今后当然也能够产生考古学大家，产生自己的考

古学理论。”

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考古既需要

对人类艺术进行美学鉴赏，也需要对文明遗存进行科学理

解。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探险之旅，严文明先生乐此不疲。

考古学在中国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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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

流域、黄土高原，1974 年严文明先生有

机会在湖北宜都红花套做考古，长江

史前文明进入到他的研究范围。经

过多年的考古，长江史前文明的面貌

逐渐清晰。

“我家里种了 30 亩地，从稻谷的

发芽到育秧、插秧，从除草、车水到

最后的收获，我都实际操作过。那

时我们有早稻、中稻、晚稻，还有灾

患时救急的 60 天就能收获的 60 天

稻，这些稻谷我拿到手里一看就能

分清。”严文明生长在长江流域的

洞庭湖边，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

史文化有深切的体会与难以割舍

的情缘。

水稻什么时候起源？在哪里

起源？这是世界关注的学术课题，

而严先生给出了一个考古学家建

立在大量考古发现之上的充满辩

证思维的答案。

上世纪 70 年代，在浙江余姚发

现了河姆渡，出土了数量巨大的稻谷，据测定，其年代为公元

前 5000—4500 年。这些稻谷的形态已是成熟的栽培稻，还

有很多农具，这就引导考古学家继续往前追，于是在湖南澧

县彭头山发现了类似的稻谷遗存，年代为公元前 6000 多年，

距今 8000 多年。那么还有没有更早的呢？严文明先生担任

领队的中美联合考古队，1995 年在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和

吊桶环进行发掘，发现了更早的稻谷的植物硅酸体，证明在

距今约 1 万年，稻子已经开始被栽培。后来又在湖南道县玉

蟾岩的洞穴遗址发现了 3 粒半稻谷，当时测定了跟稻子共生

的其他作物的年代，为公元前 1.2 万年。

华南地区野生稻很多，东南亚野生稻也很多，所以当时

的农学家看好这两处作为水稻起源，但严先生认为在野生稻

多的地方，其他食物也很多。比如在中国岭南，植物性食物

很丰富，动物类的食物也很多，采集野生稻非常麻烦，没有必

要费功夫去采集去驯化。而长江流域有一个漫长的冬季，

动、植物食物匮乏，稻谷适合长时间存放，可在冬季补充食物

不足，人们便会有目的地去培育。长江流域是野生稻分布较

少的地方，属野生稻分布的北部边缘，恰恰有驯化的动机，这

就是严先生的“稻作农业边缘起源论”。

后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支持了严文明先生提出的水

稻驯化在长江流域起源的论断。严先生是将稻作文明置于

世界文明之中进行比较研究的考古学家。

稻作起源研究将长江文明展示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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